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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

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年大革命

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

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

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

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

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

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

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

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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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研究小组的集体成果。本文从问题构思到分析框架再到细节
处理，都得到了方慧容诸多重要的帮助。也感谢小组成员孟庆延、马学军和齐群在无数次讨
论中的积极参与。本文在反复修订过程中还得到了海内外社会学界和史学界以下朋友的批
评、点拨与鼓励，他们是：周飞舟、渠敬东、黄道炫、王奇生、杜丽红、徐晓宏、罗琳、杨念群、周雪
光、罗敏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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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移植了俄共（布）的基本组织制度。到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由新选出的中共“五大”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联共（布）的组织原则———民
主集中制作为中共的组织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多来自
受“五四”运动民主氛围熏染的学生，对这种强调纪律严明的列宁式政
党的组织观念并不太适应。那些去苏俄留学的革命青年往往感到最新
奇的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郑超麟，２００４：１９３）。亲历了江西共产
党组织建立过程的游伯伦１也在回忆中指出，当时的江西青年“最反对
的是那种束缚他们个人自由的‘团体纪律’”（袁学黄，１９３４：３３１）。民主
集中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调适过程。在此过
程中，一个重要的开端是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苏维埃革命。当时，随着
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空前的理论挑战，在革命
参与者中，困惑、恐慌、沮丧、颓唐等各种复杂情绪泛滥。而中共高层在
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为中国定位的革命阶段和暴动理
论，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在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却要开始组织
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政权，这对党组织的战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１．在本文所引的这个历史文献中提到的“游伯伦”，实名“刘伯伦”，又名“刘拜农”，江西铜鼓
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建立时的第一任临时书记。参见刘锋，１９８９：３４。

日本学者高桥伸夫（１９９９：１６８－１８０；２００６：３０－５８，１１２－１３４）提
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组织散漫性到大革命结束后并没有得到
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他的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为例，从
党的构成、党内联系以及党组织和党外群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展开论
证。王奇生（２００２）也指出，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间广东党组织松弛涣散，支
部生活有名无实，党内交通和情报传递困难，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
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虽然王奇生基于其研究对象而谨慎地称
其结论仅是对广东中共组织的地域性考察，但他的研究结论至少对于
广东组织暴动的党组织是适用的。这两位学者将以往在中共组织史研
究中对党的组织路线和高层人事斗争的关注转向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实

际运作机制的关注，无疑是非常有眼光的。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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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层的党支部的运作，并没有对位于党的高层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
的中间层级的党组织的运作展开深入研究，而仅仅涉及各级党组织之
间联络不畅的问题。王才友（２０１３）以江西省委为中心研究了江西暴动
的策动与终止，但他的研究视角也未能触及省委以下的中间层级党组
织的运作，而中间层级党组织的运作是研究中共组织形态的一个关键
环节，大革命后各地武装暴动的兴起和根据地的创建正是依赖中间层
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２

２．中共早期的组织层级及名称有较频繁的变动。基于本文的研究时段，我们按照１９２７年６
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来划分中共的组织层级：高
层组织是指中央和省委两级，中层组织是指市委或县委，而基层组织是指区委和基层党支部。
这一党章修正案虽然取消了以往党章中所规定的特委组织，但事实上，在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８年
各地组织武装暴动时，又普遍成立了若干隶属省委领导的特委，有些地方还成立了隶属特委
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我们将这些特委和行动委员会也视为中间层级的党组织。感谢黄道炫
和杜丽红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提醒。

在对中共中间层级党组织的研究中，地方精英论是一种比较流行
的视角。此视角始于美国学者范力沛（Ｌｙｍａｎ　Ｖａｎ　Ｓｌｙｋｅ）所提出的“根
据地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推进取决于地方干
部能否灵活地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境来实现中央的政策（范力沛，１９８５；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９）。在 这 种 范 式 的 影 响 下，韦 思 谛
（Ａｖｅｒｉｌｌ，１９９５）对江西苏区的研究、陈耀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对鄂豫皖
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研究都指出，中共之所以最初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动
革命，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是出身当地精英家庭的革命者。这些地方干
部既是苏维埃革命的推进者，但在革命危及地方利益时也可能与作为
党的利益化身的外地干部发生冲突。何友良（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对江西地
方领导群体和外来领导群体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种范式的影

响。地方精英论将地方史和社会史带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助于我们
认识中共中间层级的组织形态，并重视对地方党组织中身份群体的辨
识。但是，机械地划分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用利益来解释地方干部的
行为动机及其与外来干部的纠葛，都过分简化了地方党组织当时所面
临的极其复杂的生态。

“八七”会议后，中共一方面为克服陈独秀时代所谓“家长制”的影
响，强调加强党内民主，使党的下层群众能够参与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
的决定（中央档案馆，１９８９ｂ：２９０，４７３－４７４）；另一方面为克服政令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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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又着手整顿党内政治纪律，强调“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
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因此，“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
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民主的民权主义”
（中央档案馆，１９８９ｂ：４７８、３０５）———集权和民主这种双向的要求如何在
实践中塑造党内的组织关系，党内的组织制度与中国传统乡村的关系
形态又是如何交织作用的，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更何况，武装暴
动的诸种特殊性使组织暴动的地方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地方党
组织领袖与党组织本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在大革命失败初期全国各地举行的武装暴动中，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

到１９２８年１月江西万安县先后举行了四次暴动，其暴动规模并不算大。
尽管在第四次暴动后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但在敌人
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未及建立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因此，
万安暴动在以往的中共党史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也罕有人研究。但
是，在筹划和组织万安暴动中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却颇具典型性，对
于我们理解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乃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在创

建和发展中所面临的党内组织矛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万
安暴动的主要领导者曾天宇与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韦拔群、
李文林、傅柏翠等在出身富家、经历复杂、见识广远及精神气质等方面
颇多相似之处。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及精神气质的解剖，也有助于
我们勾勒那个时代某一类型的中共地方领袖的精神群像。因此，本文
选择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研究对象。

３．实际上只成立了赣北、赣西和赣南三个特委。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
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７：６６。

二、万安暴动的过程及其问题

万安暴动发生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革命正处
在准备新的高涨时期，据此，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
（中央档案馆，１９８９ｂ：２９４－２９５）。江西省委得到“八七”会议的精神后，
也开始策划省内的暴动。１９２７年９月底，江西省委决定将全省划为六
个暴动区，分别建立中共特委进行领导。３１０月，省委决定将赣西暴动
的起点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万安县（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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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ｂ：５３）。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省委代表汪群、团省委书记吴振鹏
以及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等一批干部先后来到万安指导暴动工作。１０
月中旬，成立了万安暴动的领导机构———行动委员会，书记为万安籍党
员曾天宇。１１月，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万安农军开始了第一次对万
安县城的攻打。先后经过了三次失败的攻城后，万安农军又在１９２８年

１月９日发起了第四次攻击，最终成功地占领了万安县城，成立了万安
县苏维埃政府。此后，由于强敌压境，中共于１月２３日撤出了万安县
城，短暂的万安暴动过程至此结束（万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６－１３；
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６－７１）。

４．宛希俨的长江局军事特派员身份，参见罗亦农，１９９９：３１１。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省委决定在万安进行暴动后，负责督察江西暴动的
中共长江局军事特派员兼江西省委委员宛希俨４来到万安，非常不满
以曾天宇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对万安暴动的领导。１１月２４日，当行
动委员会领导的第一次攻城失败后，宛希俨再次来到万安召集紧急会
议，取消了行动委员会，同时将万安籍的县委书记张世熙撤职，而以四
川籍的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代理县委书记（万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９；
何隆亮，１９９１：８）。１２月４日，江西省委根据宛希俨的汇报，致信赣西
特委，严厉批评了万安等地在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中央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０－１１３）。１２月１９日，江西省委又印发小册
子《什么是机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在讨论机会主义的表现时，
将万安暴动中的许多情况作为例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１９８６ｂ：１２８－１３０）。中共中央后来还给了曾天宇留党察看的处分（许大权，

１９８８ｂ：１３６）。
在万安暴动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究：
第一，江西省委对万安党组织的第一点不满是万安县委软弱无力，

而万安行动委员会“因没有党的领导，一切行动完全是由少数个人意志
所支配”，“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认识少数活动的个人（所谓老师）而
不认识党”，党操纵于所谓“党阀”之手（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１９８６ｂ：１１０－１１１、１５９）。省委这里说的“个人”、“老师”、“党阀”指的都
是万安行动委员会书记曾天宇。不仅省委有这种批评，时任万安县委
书记的张世熙后来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的发言也有类似的批评（张世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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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ｂ：６６－６７）。那么，曾天宇到底是怎样一个革命者？为什么在万安
革命者心中，曾天宇就是党的化身？为什么在万安暴动中，身为县委书
记的张世熙既无法领导县委，也无法指挥暴动，而曾天宇却可以在暴动
中指挥一切，甚至还可以改组县委（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
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８：２１）？５

５．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４日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的信的全本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
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０６－１１３）。但此处引用的这个节本补全了全本所脱漏的“（曾）澜
（挽）”一字（曾澜挽为曾天宇的别名）。故在此采此节本。

第二，省委对曾天宇的另一点不满在于，曾天宇虽在万安掌握了领
导暴动的一切权力，却偏偏对省委作出的攻占万安城的指示表现消极。
“万安县城反动派的力量，本来非常微弱，只要有少数的武装农军和农
民群众联合，便很可以占领起来。但行动委员会负责同志，始终认为这
些微弱的反动势力不能为害，无占领之必要；且恐因占领而糜烂地方，
失去本地人的同情”（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１）。曾天宇
为什么认为没有占领万安城的必要？所谓对“糜烂地方”的担忧到底是
什么意思？

第三，中央和江西省委为强化万安的党组织做了哪些努力？这些
努力的效果如何？

要真正弄清这些问题，既要深入研究曾天宇这样处于革命风暴中
心的人物，又要研究这些革命风暴赖以形成的局势和结构；既要仔细辨
析万安暴动中的史事人物，又要把万安暴动放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中去
理解。因此，本文的旨趣在于综合使用各种党史资料（尤其是公开发行
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史资料及内部发行的《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和《江西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名志、县志、省志及民国史资料等，将
中共党史、社会史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解析这
些历史问题。

三、曾天宇：革命理想与组织观念的张力

曾天宇１８９６年９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罗塘墟村背村，父亲曾秀升
是商业资本家兼地主，担任过万安县商会的会长；曾天宇的兄长曾振五
在留学日本期间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１９１６年被任命为中
华革命党江西万安县分部长，１９１９年当选江西省参议会议员（陈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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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ａ：７６；耿艳鹏，１９９６：４２）。富裕的家境使曾天宇从小受到良好的教
育，而兄长的影响、时代的潮流以及新式学校的氛围促使他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曾天宇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就读。１９１０年万安县立

高小的执事由留日回来的萧炳章担任，而萧炳章当时的秘密身份为同
盟会万安县分部部长。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萧炳章和县立高小另
一位老师刘振群等在万安组织了学生军响应革命（江西省人物志编纂
委员会，２００７：３５９；童扬藩，１９８６：５４－５５）。从曾天宇后来与萧炳章及
刘振群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断，曾天宇当时很可能参加了万安的学生军。
由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行动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上———反

清，而这个目标一达到，革命团体原有的分歧就凸现出来，革命联盟也
随之解体（李剑农，２００２：３２２）。民国建立后，各个政治派别曾幻想辅佐
某一军阀逐渐过渡到议会政治，或者通过合纵连横实现新的统一，结果
都宣告失败。而随着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运动的开展和“五四”运动的
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到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时，社会
各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目标，即“反帝、反军阀”。在这个新的奋
斗目标中，“五四”一代学生是革命的生力军，也是１９２１年成立的中国
共产党、１９２３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１９２４年重建的中国国民党竞相
争取的对象（吕芳上，１９９４；王奇生，２０１０：６６－１０１）。曾天宇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完成他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的。
曾天宇１９１３年进入南昌心远中学读书，与张国焘同班（薛隆基，

１９９１：１２９）。心远中学是江西著名教育家熊育钖的家族创办的私立中
学，注重科学和英文，教学质量很高。熊育钖本人思想较为开放，坚决
反对袁世凯称帝。因此，心远中学具有两种传统：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
于国事（程天放，１９８６：１２－２５；张国焘，１９８０：３０－３２）。曾天宇在这里
更多接受了后一种传统的熏陶。

１９１７年曾天宇中学毕业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钟家柱等，

１９８５：１６）。他去日本留学直接受到留学日本并曾在万安高小任教的
萧炳章和刘振群的影响。萧炳章１９１３年再度留日时就读的正是早稻
田大学（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７：３５９；童扬藩，１９８７：１６－１７）。
当时，日本是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重要策源地（李博，２００３：

７９－１０３），而早稻田大学更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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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镇。曾天宇到早稻田大学时，李大钊刚刚回国，而与他同年到早稻
田的则有彭湃（安藤彦太郎，２０１０：１０１－１５１）。按照当时早稻田的规
定，中学毕业生须先经过预科才能进入本科（韩一德，１９８９：３０５）。所
以，曾天宇到东京后很可能与彭湃同在成城学校补习日语，为正式进入
早稻田作准备（安藤彦太郎，２０１０：１３５－１３６）。１９１８年３月，曾天宇与
彭湃一起参加了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中国留学生运
动，并于同年５月罢学回国。曾天宇还参加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江西支
部的活动（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７７；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１９８１：３６８）。曾天宇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虽然短暂，但他在这里既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也激发了反帝的思想，与彭湃的结识对他后来从事农民运动也有重要
影响。

１９１８年，曾天宇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的预科法科班（中国大学十周
年纪念筹备委员会，１９２３：４６）。北平中国大学由宋教仁创立于１９１１
年，校董彭允彝、姚憾、欧阳振声等均为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同盟会员。
中国大学自开办起，就带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并与军阀的管制极力抗
衡（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筹备会，１９２９：１－３）。曾天宇入学的次
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中国大学时任校长姚憾的支持和鼓励下，中
国大学的学生积极参与罢课等抗议活动（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
念筹备会，１９２９：１０－１２）。曾天宇在北京期间，也受到了在北大任教
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天宇１９２２年１月向万安友人
提出仿照《新青年》创办万安《青年》杂志，得到积极响应（何隆亮，

１９９２：２２）。１９２４年，曾天宇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辛辣抨击军阀曹锟的
信，刊登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曾南挽，１９２４）。６曾天宇在北京期
间还参加了“赣人治赣”运动，被江西旅京同乡会推举为向总统府请
愿的代表。７

６．曾南挽为曾天宇的笔名。

７．《旅京赣人进行撤戚运动》，载《申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０日第７版。

８．北京青年团组织甚至因此在１９２４年被团中央公开解散，重新组建。参见中央档案馆、北
京市档案馆，１９９１：８５－８６，１０７－１１３。

正是带着反帝反军阀的理想，曾天宇选择了社会主义运动。１９２１
年冬，他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谢一伟等，１９８１：１２９）。不过，
当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相当涣散，８而中国大学在北京当时的

·９·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学生运动中又比较边缘，所以，曾天宇在北京期间并未经历严格的党团
组织训练。

１９２４年６月曾天宇大学毕业回到江西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坚定
的反帝反军阀思想、富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人。不过，他在南昌的革
命活动主要以国民党组织系统为依托。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在广
州召开了一大，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人
赵醒侬、邓鹤鸣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江西国民党的筹备员，他们同时还
肩负着建立江西共产党组织的重任（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６：

４；中共中央组织部等，２０００ａ：４５２）。赵醒侬出席国民党一大时与同为
江西代表的萧炳章结识，后经萧炳章的介绍，结识了曾振五，得知了
曾天宇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１９９４：３５）。因此，曾天宇还
在北京读书时，就已被赵醒侬列名为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的７名筹
备委员之一。９曾天宇一回到南昌，就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并充分利用他在江西上层人士中的社会关系，在南昌开办了明星书社
和黎明中学。明星书社的开办经费同时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
行部的资助，由曾天宇任书社经理（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

１９９４：３５－３６）。黎明中学以吉安府所辖各县人士（时称“吉安十属”）的
名义创办，由曾任江西省议会会长的龙钦海任名誉校长，曾天宇为校务
主任。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成为江西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据点（刘其农，

１９８１：９９－１０４；王康，１９８１：１０５－１１３；许秉钧，１９８５：１５－１６；江西省政府
统计室，１９３６：１１２）。江西国民党“一大”和“二大”即在黎明中学召开，

曾天宇连任两届省监察委员（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６：９１－９２）。

９．参见江西省政府统计室，１９３６：１１１。该史料中提及的“曾国香”即曾天宇的原名。

与曾天宇在江西国民党系统的核心地位相比，他在江西共产党系
统的位置则比较边缘。按照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规定，曾天宇
到南昌时已经超龄，是所谓的“特别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１９５７：３７７）。所以，他不会参加南昌的青年团组织活动。１９２５年１１
月，曾天宇致信曾与他在心远中学同学的张国焘，请他给赵醒侬等南昌
党组织负责人去信，介绍自己加入中共。由于信件往来所需的时间等
因素，曾天宇可能迟至１９２６年２月才加入中共（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

１９９０：８０；陈立明，１９８８ａ：２４４－２４６）。入党后，曾天宇一直奔走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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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穿梭在国共两党之间。曾天宇的这些经历使他的中共党组织观
念一直比较淡薄。这一点对他在后来万安暴动中的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

四、万安农民运动、族群冲突与势力范围的划分

（一）万安农民运动的前奏
１９２６年６月前，万安县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活动以宣传革命思
想为主。曾天宇虽然这时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但他却是万安县开展
共产主义革命的引路人。
前文曾提及１９２２年１月曾天宇给万安友人写信，这个友人名叫

张世熙。张世熙１８９４年出生于万安县窑头乡中塘村一个私塾教师的家
庭。他先后在南昌二中和饶州工业学校就读，期间接受了“五四”新思
潮的熏陶。曾天宇来信时，张世熙正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个
职位非常便于他开展组织工作。于是，张世熙邀集了严安华、萧冠宇、
曾宏毅、王立生和许大权等人，在１９２２年曾天宇寒假回家时，成立了
“万安青年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具有相似求学经历和思
想经历的新学生。该学会成立后即在县城、罗塘、窑头和上宏等地组织
平民夜校和娱乐部，开展新思想的启蒙工作。１９２５年５月，曾天宇又
帮助张世熙等人在万安创建聚华书店，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

１９２６年春，曾天宇、肖素民介绍张世熙加入了中共（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７８；
陈立明，１９９０ｂ：１１３－１１６）。
可以看到，万安县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组织有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

曾天宇和张世熙。曾天宇常年在外，是万安革命运动的灵魂人物。而
张世熙则从县立高小任教起就一直在万安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县教
育局长和建设局长。１９２５年２月国民党万安县党部成立时，张世熙任
常委，成为万安国民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立明，１９９０ｂ：１１５）。

１９２６年７月，万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万安支部干事会成立时，
张世熙任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１９９９：３７）。张世熙可说是万安
革命运动的具体领导者。无论是从革命资历来说，还是从革命资源和
社会影响来说，曾天宇都要远高于张世熙。在万安农民运动兴起之前，
曾天宇和张世熙在开展革命的宣传上完全志同道合，而在万安农民运
动兴起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
微妙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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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安农民运动的兴起
江西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省

党部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１９２６年６月，即国民党决定开始北伐的前
一个月，中共江西地委按照１９２６年２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与
共青团南昌地委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该年暑假派在南昌工作和
学习的６０余名党团员回本县，发展共产党、共青团、国民党及农民协会
各组织（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ａ：５１９－５２０），由此掀起了江
西农运的高潮。

１０．本图系结合《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
等，１９９１）中的万安县地图、遂川县地图、泰和县地图绘制而成。

万安农运的发展态势也大体如此。它在全省属于农运发展较早的
县，１９２５年２月即已成立县农协（钟汉华，１９８４：３２）。农运高潮的到来
为万安县的革命局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到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万安县已经
成立了３个区农协、１０个乡农协（振农，１９９３：１１８）。这３个区农协分
别是罗塘、上宏和窑头（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１４），它们也是
后来发动万安暴动的三支主要武装力量的基础。因此，我们分别作一
简要分析（见图１）。

图１：民国时期江西省万安县行政区划示意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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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罗塘农运
罗塘区以及整个万安县农运的灵魂人物是曾天宇。和那个时代大

多数返乡组织革命的知识青年一样，曾天宇组织农运的主要资源来自
传统社会的资源：亲缘、学缘和地缘。

就亲缘来说，曾天宇充分发动了老家村背村的曾氏家族成员参加
革命。在万安暴动前后，这个村的革命烈士占了全村人口的１／８左右
（曾王鼎，１９９６：３－６）。

就学缘来说，曾天宇利用他的影响，以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和罗塘至
善小学为基地，将在此工作的文章（罗塘浇田村人）、刘冰清（罗塘双龙
村人）、刘光万（罗塘双龙村人）、许大权（潞田乡高坑村人）、郭定元（高
陂乡符竹村人）等紧紧团结在一起，并通过他们将万安赣江西岸的农民
充分地发动起来。无论是万安县农协委员长刘光万，还是罗塘区农协
负责人刘冰清，都是由曾天宇发展入党的（何隆亮，１９９２：２３－２５；杨志荣，

１９９０：５、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２００２：１５１；刘明生，２０１０：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４）。

就地缘来说，罗塘农运的兴起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土客冲突的
背景。万安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罗塘是土著聚居地。但罗
塘位于遂川江与赣江的汇流处，是赣江西岸的重要圩镇和交通要道。

而遂川县则是一个土客冲突历来比较激烈的地方（万芳珍，１９８５：５４－
５５）。遂川县山多田少，林业发达，木材出口是该县的经济支柱（遂川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１－２），因此，对流经县境的河流的控制权至
关重要。其中遂川江的水路最为重要，该水系发源于遂川西南，分左、

右二溪在遂川县城汇流，而后一直延伸到万安罗塘。遂川县城和遂川
江下游是土著聚居地，而右溪河为客家聚居地，左溪河则为土客混居的
地方。民国以来，遂川因为萧家壁的出现而使早已存在的土客之争更
加激烈。萧家璧是遂川大坑乡人。大坑位于右溪河下游，萧氏是当地
非常有势力的家族。萧家璧生性好斗，在南昌读书时就曾挑起土客纠
纷（钟海东，１９８９：５８）。他回到大坑后，不仅成为当地的客籍人首领，

１９２５年还在遂川县城建立了木行商号，将其影响扩大到县城（王才友，

２０１１：１３８）。此外，尽管遂川江下游地区多为土籍绅士所控制，但邻近
万安县的碧州乡却是一个客籍较集中的地方（遂川县地名志委员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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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１９８７：１０８）。因此，遂川的土客之争延伸到了罗塘，在木竹等产业
上面临客籍势力威胁的罗塘人需要通过农协积极地武装起来。这个背
景到１９２７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突出。
由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来说是一

种崭新的革命运动。但这种新的革命运动并不会将传统社会既有的社
会网络和社会冲突因素割裂开来，反而是以这种社会网络为组织基础，
并将传统的社会冲突裹挟了进来。但曾天宇与万安其他农运领导人不
同的是，他与万安以外的革命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因此，在农运上有
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１９２６年春，曾天宇在广州活动，并介绍
万安人萧秉国进广州农讲所（郭青，２００３：１４－１５）。这表明曾天宇此时
很可能与他在日本的旧日相识，曾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秘书、时任国
民党广东省农民部长的彭湃有过接触，并从这位“农民大王”身上学习
了农运的经验。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命曾天宇为特派
员，主持万安的农运工作。１１国民党中央的这个任命也可能与彭湃的推
荐有关。１９２６年８月后，曾天宇还受委派到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政治部工作（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８３－８４），对当时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东
的农运有了更多的体会。１９２７年初，曾天宇在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
教育团任政治教官时，根据朱德的指示，带学员到万安等地训练农运骨
干（赵镕，１９５８：５７）。４月，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再度掌握国民党
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后，曾天宇被委任为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的特派
员，到赣东北多个县市指导农运工作（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８４－８６）。这些经
历都铸就了曾天宇回乡领导农运的独到眼光。

１１．参见五部档：《中央农民部委任曾天宇为本部特派员》（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６日），台北：党史馆
档案，档号２４３８。转引自王才友，２０１１：３０。

２．上宏农运
上宏农运的主要领导者是上宏人刘兴汉。刘兴汉发展农运也主要

是依靠学缘和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上宏农运的基地是上宏自强小
学。刘兴汉的革命引路人是万安高陂人郭化非。郭化非早年曾在上宏

自强小学任教，后来成为中共吉安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刘兴汉

１９２５年７月从吉安吉州中学毕业后，回到万安任上宏自强小学校长。

郭化非、刘兴汉等人在上宏自强小学组织了革命组织“前进社”（梁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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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９４；王阿寿，１９９２：４２８－４２９）。１１月，郭化非介绍刘兴汉入团。

１２月，刘兴汉在上宏自强小学成立了团吉安支部第五小组（中央档案
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ａ：２７４、２９０）。１９２６年春，刘兴汉由团员转为党
员（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１９９０：１０）。７月，万安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万安支部干事会在上宏自强小学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

１９９９：３７）。吉安党组织后来又派共产党员彭令到该小学任教（何隆亮，

１９９２：２５）。正因为有这样的组织基础，上宏成立了区农协，刘兴汉任委
员长。

上宏农运兴起的地缘因素与罗塘非常相似。遂川县除遂川江外，

另一条主要的河流是蜀水。蜀水在遂川北部分左、右两江，到双桥汇流
后，经过上宏乡，到泰和县蜀口洲入赣江（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６：１１１）。遂川北部是萧家璧和另一个客家首领李士连的势力范围。

在蜀水万安县西北境内与上宏乡紧邻的高陂乡是一个土客混居的地

区。高陂乡最大的豪强郭明达虽然是土籍，但他与当地农会发生冲突
后，投靠了李士连，依靠客籍势力大肆屠杀本籍人士（梅建树，１９８４：

５３－５４）。而蜀水向东过了高陂乡后，经上宏到蜀口洲一直到泰和县城，

都是土著聚居地（泰和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６：７、２２６、３２９）。因
此，在上宏、高陂地区，土客之争表现得相当激烈。１９２７年夏，蜀水涨
水，大批木材漂流而下，先是土籍民众与遂川客家木商发生冲突，而后
客家木商请来了李士连的客家武装，而刘兴汉则组织上宏与泰和的农
会会员与之对抗。双方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到客家一
方落败。后来，李士连又乘“清党”之机带人烧了自强小学和刘兴汉等
人的房屋（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３：８２７；钟汉华，１９８４：３４；

何隆亮，１９９２：２５）。

３．窑头农运
窑头农运的主要领导者是张世熙。１９２６年２月，国民党江西省党

部决定在赣江流域、鄱阳湖沿岸和南浔路一带有重点地开展农运工作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６：２４７）。作为国民党万安县党部主要
负责人的张世熙，也是全县农运的负责人之一。不过，张世熙开展农运
的主要基础在他的家乡———窑头。窑头农运的兴起同样依靠的是传统
的社会关系，但与罗塘和上宏不同的是，窑头农运与传统的宗族矛盾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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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在一起。

当时窑头地区设置有两个乡：窑头乡和剡溪乡。窑头场镇是赣江
东岸的重要圩镇，为鄢氏宗族所占据。但场镇周边大多非鄢姓村，因
此，鄢氏宗族占地较窄（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３７－
３９）。民国以来，天主教在万安赣江两岸有了较快发展。鄢氏宗族便想
借建教堂之机在窑头强占民田，遭到了其他宗族的强烈反对，而鄢氏宗
族常常借机对其他宗族的民众进行压迫（郭敬华，２００１：２３、２５；张世熙，

１９８８ｂ：６３；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８５３）。剡溪位于贯通窑头
地区的通津河岸边，是匡氏宗族的聚居地，历代仕宦力量较强，当时以
剡溪第三启明小学为政治活动的据点（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
室，１９８７：４６－４７；郭敬华，２００１：２６）。而以窑头第一启明小学为据点，

兴起了三个与鄢氏、匡氏对抗的宗族。

第一个是窑头乡中塘村张氏宗族。这个村出了许多著名的革命
者，包括张世熙、张一道、张世纲、张世瞻以及窑头区农协主席张世哲。

参加革命的张氏宗族当然并不限于中塘村，而是遍及全乡（江西省万安
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３８－３９、４４；刘明生，２０１０：２２２－２２３；彭令，

１９８８：１０７；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４７）。第二个是广布于万安
北部和东部的萧氏宗族。我们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元老萧炳章是剡溪乡
楼下村人，他思想左倾，在当地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窑头地区和紧邻
的石塘乡先后创办了三所小学，即窑头第一启明小学、焦源第二启明小
学、剡溪第三启明小学。尽管剡溪第三启明小学后来成了反动势力的
据点，但窑头第一启明小学和焦源第二启明小学都是革命据点（江西省
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４７；童扬藩，１９８６：６５；万安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６８）。受其影响，萧氏宗族也多有参加农会。第三个是
窑头乡和剡溪乡八斗村的刘氏宗族。后来担任窑头区委书记的刘藜和
万安农民自卫军军事教官的刘冠三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江西省万安
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４２－４３；刘明生，２０１０：２１８－２１９）。

尽管窑头农运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严格按照宗族冲突来划线的，但
至少在农运最初的动员中，宗族冲突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也为
研究赣东北和赣南农民暴动的学者所佐证（陈德军，２００４：８０－８７；

许金华，２０１３：３０７－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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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农运发展迅猛，到１９２６年底，已成立了６个区农会，３００多个
乡村农会，会员达到４９　５００多人（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

５５４、５５９）。１９２７年２月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万安县
参会的代表有７人之多，是各县代表人数最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农业大学，１９９３：８３）。

（三）万安农民武装的发展与革命势力的划分
随着万安农运的发展，万安农民自卫军成立。这是县一级的农民

武装，是县内最强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从成立后经历了控制权
的转变。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万安召开了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次日，又由
曾天宇和张世熙主持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决定成立万安农民自卫军，

并以区为单位建立兵工厂、硝磺厂，制造武器弹药。经过几个月的筹
备，农民自卫军于１９２７年２月正式组建。兵源从万安县各区的农协中
选拔，共计４０多名队员（彭令，１９８８，１０９－１１０）。从自卫军成立的各项
安排上，可以看到万安最早成立的三个区农协的影响。

成立自卫军由曾天宇提议（何隆亮，１９８８：６），自卫军成立地点及驻
地在曾天宇的家乡罗塘，自卫军的伙食由罗塘区农协负责供给（彭令，

１９８８：１１０），这些都表明了曾天宇及罗塘区农协对自卫军的重要影响
力。自卫军的队长由上宏自强小学教师刘澄清担任，这是刘兴汉领导
的上宏农运力量的体现。而自卫军政治指导员由窑头乡中塘村人张松
游担任，军事教官由窑头乡八斗村人刘冠三担任（彭令，１９８８：１１０；

刘明生，２０１０：２１９，２２４）。在自卫军三名领导成员中，窑头人占了２／３
的比重，这表明了张世熙及其窑头农协的影响力。

可以说，自卫军在成立之初，上宏、罗塘、窑头这三区势力对自卫军
的控制力是三足鼎立的。自卫军成立的地点虽然在曾天宇的家乡罗
塘，但曾天宇这个时期并不常在万安，因此，他对万安农民自卫军的支
持主要体现在提供驻军地点和费用上，并无暇顾及自卫军的具体事务。

张世熙的影响力主要在其家乡赣江以东的窑头一带，对于驻地在赣江
以西的自卫军，控制力比较受限。刘兴汉所在的上宏位于万安县边缘，

且他的资历与威信又不如曾天宇、张世熙，因此也不大可能掌控整个农
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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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６月初，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公开反共，“礼送”共产党
员与国民党左派出境。曾天宇以国民党江西教育厅督学（萧炳章时任
省教育厅长）的公开身份、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的秘密身份回到万安
（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８６；王宇仁，１９８８：１１４），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万安的工
作中，而罗塘紧邻的遂川县的形势变化促使曾天宇对万安农民自卫军
的控制和壮大分外重视。

遂川县的早期革命者如陈正人、王次楱等绝大多数都是土籍出身。

１９２６年９月，北伐军攻占遂川县城后，陈正人组织了中共遂川特别支
部，并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的身份掌控了国民党县党部，并开展
了激烈的工运和农运，引发了原来控制县城的罗普权等土籍士绅的不
满。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土籍退役军人李用周、罗晓岚
等组织了地方武装组织———“军界偕行社”，对抗共产党组织（李先茬，

１９９１：９８－９９）。这本是在土籍人中展开的斗争，但萧家璧随即卷入了
这场斗争。１９２７年４月，时任遂川县政府财粮科科长的萧家璧扣发了
国民党县党部的经费。５月，萧家璧去南昌时，王次楱等人以“窝藏枪
支”的罪名向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告状，萧家璧因此被羁押４０多天。

但遂川的共产党员随后遭到土籍士绅及其武装的清洗，多人被捕，只有
陈正人等少数人幸免于难（王才友，２０１１：１３８；陈宗文，２００７：２０）。陈正
人与万安有着较深的渊源。他出生在遂川东乡大屋场，距罗塘不远；他
在吉安读书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是万安人罗醒，介绍他加入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两人中也有一位是万安人郭化非；１９２５年秋冬，他在吉安
遭到通缉时被吉安党组织派到上宏自强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参加
万安的革命工作（陈正人，２００９：４１１－４１５）。因此，陈正人在遂川遭遇
事变后很自然地和王次楱等人转移到罗塘。陈正人等人急迫地需要借
助万安农民自卫军的力量救出遂川的被捕同志，遂川土籍的士绅势力
对陈正人等人也不会善罢甘休，而生性逞强好斗的萧家璧一旦出狱，势
必会对陈正人等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曾天宇既然接纳了陈正人等人的
避难，也就把遂川县的这些矛盾焦点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而无论是要
救人，还是要抵抗萧家璧和罗普权的土客籍势力，都必须壮大自己的武
装力量并牢牢地掌握它。

为此，曾天宇开始寻找各种途径收集枪支，整合部队。因为陈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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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是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天宇就在

１９２７年６月下旬派陈正人去吉安总工会借了１１条枪。１２又因为陈正人
与吉安党组织联系紧密，并且陈正人在上宏自强小学任教时与刘兴汉
同属“前进社”的成员，所以，曾天宇通过陈正人拉近了与刘兴汉的关
系。而且，上宏也和罗塘一样面临以萧家璧为首的客籍势力的威胁。

所以，两地结成了同盟。在曾天宇７月２８日组织的攻打遂川城的战斗
中，其战斗成员就包括了吉安总工会派来支援的１０名射击手，上宏调
来的２０人以及罗塘的４０人（钟汉华，１９８４：３４－３５）。此前，曾在贺龙
部队任过团长的杨德明率领３０多人和１１条枪，从福建来到罗塘。

曾天宇派人接待了他们，并收编了这支武装（许大权，１９８８ａ：１１６）。后
来，杨德明接替刘澄清，担任自卫军队长（遂川县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１１８）。

无论从攻打遂川的人员组成看，还是从自卫军队长人选的变动看，都可
以发现此时万安自卫军已经完全由曾天宇控制，并以罗塘成员为其主
要成分。７月到８月，曾天宇带领自卫军与遂川“军界偕行社”及萧家
璧的客家势力先后展开了三次战斗，１３基本达到了救人、抢枪和自卫的
目标。曾天宇刚回万安时就用教育厅督学的工资买了长枪、短枪十多
支（王宇仁，１９８８：１１４），而在与遂川反动势力进行三次较量后，曾天宇
又先后五次带人从国民党逃兵处缴获枪支，收集到３０多条枪，进一步
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许诗蕊，２００１：１４－１５）。

１２．许大权在回忆中把陈正人借枪的对象误为梁明哲。陈正人、梁明哲、梁一清都是省立第
七师范学校的同学，但当时，担任吉安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梁一清，而非梁明哲。梁一清的总工
会纠察队之所以有枪，是从国民党新编第二师手中夺来的。参见许大权，１９８８ａ：１１６；中共江
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９：４７。

１３．１９２７年８月，遂川县成立了保卫团，由县长李焜任总团长，土著人罗普权和刚刚出狱的客
家人萧家璧分任三四区团和一二区团的团长，共同负责清党。后人一般将此称为遂川县的
“土客平分军权”。但萧家璧手下有枪２００支，而罗普权手下有枪１５０支，萧家璧后来又兼任
总团长，所以，客家的势力还是稍大。参见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３４３；王才友，

２０１１：１３９。

在曾天宇凭借其革命威信及多方努力获得万安农民自卫军的控制

权的同时，万安其他几个乡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和武装力量。比
如，窑头区农协就在５月份建立了兵工厂、硝磺厂，铸造出了梭镖１０００
多支、鸟枪４００多支（彭令，１９８８：１１１）。窑头积极武装本地农军，既有
本文前述的宗族冲突的因素，同时，随着万安农民自卫军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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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天宇领导的武装，曾担任自卫军军事教官的窑头人刘冠三回到了家
乡，另行组织武装。１０月下旬，刘冠三在剡溪领导当地几千名农民，与
石塘的农军联合进行了一场针对匡氏宗族的暴动，捣毁了匡庐等人控
制的剡溪第三启明小学，营救出第一启明小学教师萧春，并没收了匡庐
等人的财产（郭敬华，２００１：２６－２７；戴向青，１９８８：２１８－２１９）。
除前述的罗塘、窑头和上宏这三个地区外，还有两个地区也发展起

了武装力量。一个是与窑头紧邻的石塘地区。这个地区最主要的武装
领导来自石塘乡蓝田村的萧氏宗族，包括萧子龙、萧玉成、萧汝昌等（刘明生，

２０１０：２２０－２２１）。蓝田萧氏与窑头、剡溪的萧氏以及紧邻的泰和县冠
朝乡雷塘村的萧氏均为同宗（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

４７、７３；泰和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６：２５１）。而泰和县农民自卫军
的领袖萧拔群就是雷塘村人（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３：８２４）。
因此，以蓝田萧氏为领导核心的农军与窑头地区及泰和县的农军常常
协同作战（郑云彪，１９８５：２３）。这支农军因为以石塘乡的茅坪村为革命
基地并在此建立中共区委，所以，后来也被称为茅坪农军。这支农军后
来可能还获得过正式的番号：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王健英，１９９４：

１０４；刘明生，２０１０：２２０）。
另一支力量来自位于万安南部的良口地区，其党组织的创始人是

朱曦东。朱曦东早年在南昌读书，并在曾天宇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２５年９月后回到家乡，以教书为名开展革命活动，并逐渐发展出一
支农军力量（赣县县委党史办，２０１１：３４）。
以上这五个地区，正是到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为止万安县委建立的五个

区委的所在地。在这五个区委中，位于万安西部、赣江以西的罗塘与上
宏这两区都把曾天宇拥戴为领导核心。这是因为，上宏区的地理位置
较为边缘，与罗塘同在赣江以西，同样面临来自遂川客家势力的威胁，
且通过陈正人，在上宏革命领导人刘光万与曾天宇之间建立起了纽带，
所以两区共同认同曾天宇的权威。而窑头、茅坪这两区都位于赣江以
东，与罗塘之间相隔赣江，农运所激发的社会冲突与赣江西岸的情况不
同，其武装也与万安西部的武装分头发展。虽然窑头区的领导人
张世熙是在曾天宇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张世熙在万安国共两党
和农运中有着较高地位，且他所在的窑头地区又是万安县的产粮区（万
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１９９），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展和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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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都较高，革命基础非常好（郭敬华，２００１：２３－２７），因此，张世熙在万
安自成一个势力范围。以上这四区都在万安北部。而良口区在万安最
南端，与北部区域相隔较远，可视为第三个势力范围。良口与相邻的赣
县革命力量有着更紧密的合作，１４而与万安的革命力量合作较为疏远，
但由于其主要领导人朱曦东个人是在曾天宇引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
对曾天宇的权威也比较认同。

１４．因此，朱曦东的事迹收在了赣县革命史中。参见赣县县委党史办，２０１１：３４。

就武装力量而言，曾天宇能控制的武装力量要远远强于张世熙能
控制的武装力量。首先，曾天宇领导的自卫军拥有数十支长短枪，甚至
还有钢炮。这些在当时的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都是万安其他各区所
没有的（许诗蕊，２００１：１５；康克清，１９８８：１５１；钟汉华，１９８４：３７）。窑头
兵工厂能够制造的只是土枪土炮，在威力上远远落后于步枪。其次，
曾天宇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武装领袖，从收集武器到壮大队伍，都是亲自
上阵指挥；而张世熙所影响的地方武装虽然有几支队伍，但张世熙本人
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尤其是茅坪地区的农军不是他所能直接掌控的。
这些因素使曾天宇掌握的军事资源远胜过张世熙。

五、万安暴动：“糜烂地方”之忧，抑或“扭曲革命”之忧？

从前文勾勒的万安大革命史可以看出，万安最重要的革命领导人
是曾天宇。在万安革命者的心中，共产党的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人格
化在曾天宇这样的人物中。用他的一位追随者的话来说，“他是江西的
开天辟地人，赣西一带的工作完全是他来开展的”（许大权，１９８８ｂ：

１３６）。曾天宇不仅有实力、有资源、有人脉，而且有较远的革命理想、较
高的革命境界和较广的革命见识。当革命激化了既有的社会冲突时，
曾天宇并不会像有些学者笔下的地方精英那样，迎合这种冲突，力求提
高本族群在地方的利益和势力（陈耀煌，２００２），而是会尽力协调各方力
量，控制可能激化的地方矛盾，不使革命偏离最根本的目标。当然，随
着“八七”会议后中央关于组织地方暴动的指示的传达，随着革命领导
人内部分歧的出现，会使曾天宇的革命理想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不过，
曾天宇这种为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又因为他所具有的较强实力和较弱的

组织观念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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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委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初得到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在９月

１１日拟定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和《秋收暴动煽动大纲》（中共中央组织
部等，２０００ｂ：１２９５；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７）。９月中旬，
曾天宇派朱景云到南昌，恢复了与省委一度被中断的联系，从而得知了
省委举行暴动的计划（陈立明，１９８８ｂ）。曾天宇随即在罗塘至善小学举
行了全县党的代表会议，对暴动问题进行讨论（陈立明，１９９０ａ：８７）。１０
月，在省委将万安确定为赣西暴动的起点后，省委代表汪群在曾天宇家
中召开了一次吉安、万安等各县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成立了指导赣西
秋暴工作的行动委员会，由曾天宇任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７：４３；曾王鼎，２００７：

３２）。此后不久，又在曾天宇的家中召开了万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上宣布了行动委员会的名单，决定由曾天宇、张世熙和肖素民３人组
成军事参谋部，作为指挥万安暴动的军事机关。同时，又在行动委员会
下将万安各区乡的农军组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城区、一区（包括焦
源、剡溪、窑头）农协会员组成，张世熙为总指挥；第二纵队由韶口、高
陂、白土、上宏等地的农协会员组成，刘兴汉为总指挥；第三纵队由百
嘉、罗塘、潞田的农协会员组成，刘光万为总指挥（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１９９６：４７；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５；罗友林，１９８８：１４２－１４３）。农军三
路纵队的划分，明显是按照农协的势力范围划分的。第二路和第三路
农军与上宏和罗塘两区农协力量大体对应，而第一路农军，则因为窑头
农协和茅坪农协素来的密切关系而并成一路。因距离较远，良口的农
军没有参加前几次的攻城。１１月１０日，万安农民自卫军被赣西特委
授予正式的番号———赣西工农革命军第５纵队（曾伟国、曾王鼎，２００６：

２）。纵队有６０人，４１支枪，队长杨德明，党代表陈正人（万安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４７－４８；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６）。这是江西最早建立的
具有常备军性质的赤色武装，也是由曾天宇直接控制的精锐武装。
那么，曾天宇在掌握了万安暴动的指挥权和精锐武装后，他是如何

执行上级的暴动指令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江西省委的有关指令。江西省委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制
订的“秋收暴动计划”中把各县分成三类———农军势力统治的县、农军
有相当力量的县、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省委对这三类县给出
的暴动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由于省委对万安的情况不太了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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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赣西暴动的起点应在永新，而万安只被列入“农运略有基础或有
会匪的县”（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２３）。但到了１０月，江
西省委在暴动计划中已经将赣西暴动的起点更改为万安。１５长江局在

１０月１７日甚至指示江西省委“应即搬到吉安或万安去”（罗亦农，

１９９９：３１０）。所以，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万安已被当作“农军势力统
治的县”。而对于这类县，省委的指令是：“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
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
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
暴动势力联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２３）。简言之，省委
要求万安尽快捕杀豪绅，攻占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并带动赣西各县。

１５．省委将赣西暴动的起点改为万安的原因可能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时任吉安县委书记的
张一道，万安窑头乡中塘村人，他对万安情况非常熟悉，在此期间曾给省委写信汇报万安农运
的情况。另一个是时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的陈潭秋。１０月初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去武汉长
江局汇报工作，省委由陈潭秋主持工作。陈潭秋写了一份关于万安农运基础的报告，并决定
将赣西暴动的中心从永新改为万安。参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５３；曾王鼎，

２００７：３０。

面对省委的这些指令，曾天宇和张世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

首先是在万安农村对豪绅进行的烧杀行动。在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的
督促下，张世熙的行动表现得较为积极：他领导第一区即窑头一带的农
民围杀鄢根里、陈修唐等６名豪绅，捣毁其房屋，还到百嘉没收了土豪
开设的“益丰行”的所有财产（张世熙，１９８８ａ：５５；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６；万
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４）。而曾天宇所在的罗塘地区则只进行了办农民
夜校、减租退押、严禁赌博和吸鸦片等活动，对违禁者也只是戴高帽、坐
禁闭，未曾杀过豪绅。而且，曾天宇对曾延生和张世熙他们领导的烧杀
行动还进行了阻止。曾天宇在１９２７年１０－１１月间甚至可能召集三区
代表会议，改组了万安县委（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６；万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４；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０；王阿寿，２００８：３）。关于县委的
这次改组详情，目前缺乏史料。但这次改组的原因很可能与曾天宇不
满张世熙所领导的农协的过激行为有关。在进攻县城的问题上，

张世熙与曾天宇的态度也明显不同。张世熙对暴动中的“等待主义”持
批评态度，他认为“绝对不能因暴动要准备来限制暴动政策”（张世熙，

１９８８ａ：５９）；而在曾天宇看来，即使有实力进攻县城，现在也无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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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带来“糜烂地方”的危险（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１）。
那么，曾天宇为什么不按照省委的指令积极地攻城建政、捕杀豪绅

呢？所谓“糜烂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若我们对史料仔细加以爬梳，
可以看到曾天宇在暴动初期在控制地方冲突、整合革命力量上的苦心
孤诣。

（一）土客冲突与土客联盟
万安县城是一个土籍人士聚集地（耿艳鹏，２００５：２２９－２３０），而紧

邻的遂川县一直有一支由凶悍的客家人萧家璧掌握的靖卫团武装，连
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都曾遭到他们的袭击（中
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２２３）。当然，遂川县的地方武装并不完全是由萧
家璧控制的，尤其是在县城附近更多由土籍人罗普权控制。但是，由于
土客在遂川的历史上积怨甚深，而且，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更多在客
家控制的山区而非土籍控制的县城活动，造成萧家璧与共产党武装更
深的对立。这些积怨和对立又会延伸成遂川客家势力与万安赣江西岸
土籍势力的对峙。从１９２７年８月起，包括萧家璧在内的遂川豪绅在万
安的财产被没收，遂川通往赣江的通道被封锁（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４）。所
以，如果曾天宇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攻打万安县城，势必会造成土籍
势力的内乱，如果萧家璧乘虚来攻，则如同腹背受敌。１６

１６．曾天宇领导的武装与萧家璧领导的武装在１９２７年８月上旬展开的第三次较量就是萧家
璧主动进攻万安。而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万安、遂川和泰和三县靖卫团会剿万安的农军时，来罗塘
清剿的也正是萧家璧的队伍，他们烧毁了曾天宇在村背村的家（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６：４６－４７；杨志荣，１９９０：４－５）。

那么，从上面所述来看，曾天宇的不愿攻城岂不是站在土籍势力一
边，强化土客的界限？其实，曾天宇作为万安最有实力的革命者，对万
安局势的稳定有着通盘的考虑，所以他不愿意给遂川客家势力以可乘
之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天宇就着意强化土客之争。事实上，为了促进
革命，曾天宇也特别留意促进土客的联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天宇
与许大权的关系。
土客关系在传统社会就表现得十分复杂，既有尖锐对立和冲突的

一面，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聚居山区的客籍群体掌握着木料、茶油等
山货，而土籍人手上有客籍人所需要的粮食。不仅土客之间存在着货
物上的相互需求，而且在技艺上也可能存在着互补关系：土籍人常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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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籍人学习拳术武艺，而客家人的子弟又常常需要到土籍人开设的学
堂学习。有时，客家中的读书人会应聘到土籍人所办的学堂任教，从而
在土客之间形成师生、同学、师兄弟等关系（许庆华等，２００４：６２）。

许大权的成长经历正是土客结盟的见证。许大权是潞田高坑的客
家人，１９２２年从南昌一中毕业后就到了土著人掌握的罗塘至善小学任
教（南昌一中百年校庆办公室，２００１）。１７曾天宇很早就把许大权当作自
己最重要的革命同盟者。１９２２年１月曾天宇组建“万安青年学会”，
许大权名列其中。１９２４年９月许大权受罗塘群众推举到南昌控告县
长狄祖年及驻军乱收税，就住在曾天宇的哥哥曾振五家，随即协助曾天
宇在南昌筹建明星书社、黎明中学。许大权１９２６年入党后又曾在曾天
宇任支部书记的党支部里工作，后来回到罗塘，任国民党罗塘区党部常
委、中共罗塘区委书记。曾天宇１９２７年６月回到万安后，罗塘至善小
学一直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大本营，而许大权则是他最信任的秘书长。

行动委员会成立时，许大权任秘书。暴动成功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
许大权任主任秘书。１８从这些可以看出，在曾天宇心中，完全没有土客
的畛域之见，他反倒是在有意识地促进土客联盟。

１７．目前史料中并无许大权籍贯的确切信息，但根据《许氏家史资料简编》（万安许氏，１９９３），
万安许氏绝大多数分布在万安县南部，在北部的主要集中在潞田乡高坑村、百嘉乡塘上村以
及万安县城。高坑村是客家聚居村，而塘上村和万安县城都是土著聚居地，但许大权更可能
是潞田客家人。这是因为百嘉与罗塘相隔赣江，又是万安经济和教育较为发达的地方，如果
许大权是百嘉人，那他从南昌读书回来后就应该回到老家任教，而不是跑到赣江对岸的罗塘
去；而县城的许氏是县城中第二大氏族（参见耿艳鹏，２００５：２４５－２４６），如果许大权出自县城
的这支许氏望族的话，那么，他在外读书后应该到县立高小任教。因此，许大权中学毕业后到
罗塘至善小学任教的合理解释是：他是潞田高坑人，而潞田在万安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都
较低，所以，许大权毕业后选择到离家很近、同在赣江西岸、经济和教育都较发达的罗塘来任
教。另外，有一个史料在介绍潞田的圩镇时提到了许大权，也可作为许大权籍贯的一个旁证。
参见温发镀，２００３：９８。

１８．许大权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的回忆，转引自曾王鼎、曾伟国，１９８８：４１。另参见何隆亮，

１９９２：２５－２７；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３－１３６；南昌市委党史办，１９８６：２６；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１９９６：８７１。

（二）作为地主的宗族与作为革命同盟者的宗族
如前所述，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阶级暴动，贯穿其间的常常并不是

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宗族之间的矛盾。这一
点在万安赣江东岸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宗族冲突以革命的名义变得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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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起来时，一个有远见的革命领导者应该尽力控制和弥合这种冲突，将
宗族变成革命的助力而非阻力。无论是延缓攻城，还是阻止东岸领导
人的烧杀行动，曾天宇都有这样的考虑。
当时万安县城势力最大的两大氏族是刘姓和许姓。刘氏的产业主

要分布在城西、城南和城北，人称“刘家半天下”，而仅次于刘氏的许氏
又与刘氏建立了稳固的联姻关系（耿艳鹏，２００５：２４５－２４６）。因此，对
县城南门和西门的进攻主要危及的是刘氏和许氏的产业。然而，刘氏
一直是国民革命重要的同盟军，没有刘氏的支持，万安的革命很难得到
顺利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的诸多县，学校尤其是县立高等
小学都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场所（王龙飞，２０１３；黄文治，２０１１）。中共
中央甚至在１９２５年还专门作了一个《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明确将乡
村学校作为农民运动的着手处（中央档案馆，１９８９ａ：５４１－５４６）。万安
县立高等小学就是万安县革命的策源地，而该校正是由县城最大的氏
族刘氏所掌握的。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２３年，万安县的劝学所所长均由
刘氏出任。辛亥革命前后，思想进步的刘振群中学毕业后到万安高小
任教。１９２７年，刘振群正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江苏高安县后担任了
代理县长。张世熙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革命组织工作的。１９２５年
国民党万安县党部成立时，书记长由刘姓（刘凯世）出任（刘绍太，１９８４：

２７－３１；刘文渊，１９９２：１４；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５５４）。此
外，萧氏也是县城的一大宗族，其势力范围主要在县城东门附近（耿艳鹏，

２００５：２４６），而前文所说的萧炳章则是万安革命重要的庇护者和支持
者。因此，在“八七”会议后盲动主义盛行、烧杀声震天的情况下（李维汉，

１９８６：１９０、２１９），让农军肆意捕杀豪绅，攻占万安城，很可能会伤害到像
刘氏、许氏和萧氏这样的革命同盟者和庇护者的利益，从而使万安的共
产党今后再难借助统一战线去开展工作。
对赣江东岸领导人劫掠烧杀行为的阻止也有这样的考虑。比如，

东岸农军对百嘉乡“益丰行”曾进行劫掠。益丰行，在有些文献中写作
“益枫堂”，它是用刘氏公田租金建起来的，既是刘氏的商业店铺，也是
刘氏的宗祠（郭敬华，２００５：３０４）。对刘氏宗祠的毁弃比对其财产的洗
劫要给刘氏带来更大的伤害。

（三）革命的组织基础与烧杀指令的破坏性
前面我们已经谈及，曾天宇的革命队伍是依靠传统社会的关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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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立起来的。在万安，像刘氏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其实是很少的，佃
农和雇农在农民中也仅占２０％，而半自耕农和自耕农高达７５％，在县
城里更多的则是中小商人（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５；耿艳鹏，２００５：２３２、２４０－
２４５）。这些通过亲缘、学缘和地缘团结起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中小
商人本来都是革命队伍的参与者或同情者，而暴动中盛行的烧杀行
径１９势必直接危及革命队伍的组织基础。国民党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农
协本来是为了瓦解军阀的权力基础，但当农运越来越激进时，不仅会彻
底打破地方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将烈火进一步引向革命队伍内部，尤其
是当带着仇恨情绪组织暴动时，在地方上更会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１９２８年１月，万安农军在攻占县城后，不仅大量没收了所谓“官僚资
本、土豪劣绅”的财产，还侵犯了一些个体手工业者，连制烟的刨子和打
铁的工具都被农军拿走（罗友林，１９８８：１４６）。后来，当赣江东岸的农军
与良口的农军联合攻打黄塘的地方武装时，就因为农军一路实行烧杀
而使黄塘的农民在当地士绅提出的“保护地方”的名义下坚决地站到了
农军的对立面（钟汉华，１９８８：１０１）。这虽然都是在农军攻占万安县城
以后发生的事，但以曾天宇的远见卓识，必然深刻地预见到了攻城与烧
杀、烧杀与失去群众基础之间的关联，也必然深刻意识到企图通过烧杀
将小资产阶级逼进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

１９．当时的政策指令是实行所谓“三杀五抗”（杀土豪、杀劣绅、杀反动派，抗捐、抗租、抗税、抗
债和抗粮），以群众的政治力量来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及一切反动派，造成“旧编地的大骚
扰”。参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６４－１６５；郑云彪，１９８５：２２－２３。

（四）国共合作的断裂与延续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武汉国民党政权宣布分共后，中国共产党在８
月份还认为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到９月
份即提出暴动不再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而要开始苏维埃革命（中央档
案馆，１９８９ｂ：３３５、３７０）。但这只是中央层面的决策，这种决策到地方上
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决策无法及时传达到。对曾天宇来说，他很清
楚中共已经改旗易帜的问题，因为江西省委在１０月８日已经明确提出
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而省委代表汪群１０月在曾天宇家里又传达过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４０；万安县
委党史办，１９８８：６）。那么，曾天宇对中央和省委的这一指示并未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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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因为“清党”在万安进行得浮皮潦草。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５

日，清党军的首领、万安人周颂甚至一回到罗塘就被农军处决了，直到

７月份，国民党刘士毅率领的一旅部队才占领了万安城，但万安农村基
本不曾经历清党（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４；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８：２６１－２６２）。因此，万安大革命时期发展出
来的农运力量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曾天宇依然继续沿用国民党农
民协会的名义来号召群众（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２）。
其次，曾天宇在国共分家时之所以没有表现得那么决绝，不仅仅是

基于万安的情况，也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和认识。如前所述，曾天宇在
江西国民党的根基很深，而在江西共产党的位置则比较边缘。他当然
有着坚定的共产革命信念，但他对国民党左派也有着较深的体认，并没
有轻易地放弃把他们当作同盟军。陈耀煌（２００２：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８－１８９）
在研究鄂豫皖苏区时也注意到，当地的共产党在组织暴动时仍以国民
党的名义开展工作，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共产党被地方精英的利益牵着
鼻子走。而我们从曾天宇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参加革命并不是或更
主要的不是为了保护或提高他所在的族群的利益。他不执行上级的指
令，是因为他对革命有自己的见解。与其说曾天宇担心的是“糜烂地
方”，还不如说他担心的是“扭曲革命”。
既然曾天宇并不愿意匆忙攻城，那么，到了１１月１９日，他为什么

又似乎冒冒失失地发起了对万安城的第一次进攻呢？其实，这是因为
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４日，驻守江西赣州的国民党第

１４军军长赖世璜因国民党派系斗争在上海被捕（郭廷以，１９８５：２５８）。
而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南昌公安局长李思愬去赣州收编第１４军驻
在赣州的余部。１０月，当李思愬从南昌坐轮船经过万安罗塘时，被罗
塘农军拦江截击，缴枪四支。１１月，将第１４军收编完毕后，李思愬由

１４军的一连武装护送，准备返回南昌。返程中再次路过万安时，决定
追究上次在万安被缴械一事。１１月１９日，李思愬派兵到罗塘至善小
学搜查，见小学中布满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标语、宣言，于是迅速回到万
安县城，准备次日早晨返回赣州，搬重兵前来镇压。曾天宇得知消息
后，与当时在万安的江西团省委书记吴振鹏共同决定先下手为强，火速
布置连夜攻城，后来终因农军势力悬殊而告败（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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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汉华，１９８４：３７；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２００）。

六、上级在万安强化党的组织性的努力及其失败

曾天宇有自己的理想，有雄厚的实力，而素来的组织观念又不强，
这造成他在暴动初期指挥一切、自行其是的态势。但上级党组织不会
允许这种情况的长久存在。为此，省委采取了多种措施，企图在万安强
化党的组织性。
其实，在省委召集的成立万安行动委员会的会上，就明确了行动委

员会归属赣西特委领导（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１０；
曾伟国、曾王鼎，２００６：１）。但是这种领导关系实际上却难以实现。这
里有两个因素：首先，特委力量相当薄弱。赣西特委成立后，书记的位
置一直空缺，只有曾延生作为特委代表主持工作，特委的工作人员只有
曾延生的夫人蒋竞英和袁振亚等几个人（曾伟国、曾王鼎，２００６：１），可
谓是势单力薄，几近于一个空架子。而行动委员会则是兵强马壮，光是
委员就有７人之多，连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和江西省委代表汪群都在
里面，２０而且还下设有军事参谋部和３个农军纵队。其次，赣西特委的
代表曾延生自己只是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也即在曾天宇担任主要领导
的机构里担任成员。曾天宇之所以能在如此高规格的机构里担任主要
负责人，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他的家世、威望、资历和资源所致。
所以，行动委员会在万安暴动中是一个相当独立的指挥机构，赣西特委
实际上对它难以行使领导之权。曾延生１０月到１１月在万安工作期
间，主要是推动张世熙领导的县委“肃清机会主义”，处罚了一批“不积
极工作的同志”（张世熙，１９８８ａ：５５）。而到１１月下旬，曾延生就去泰和
县开辟新区，建立吉万泰中心联络站（吉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９２：５１８－
５１９）。因此，赣西特委对行动委员会的工作无力过问。

２０．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长江局代表余球、江西省委代表汪群、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万
安县委书记张世熙、万安农协委员长刘光万、万安县委宣传部长陈正人以及曾天宇（万安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４７）。

县委书记张世熙被确定为行动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谋部成员和第
一纵队总指挥，这意味着他只是万安暴动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意味着
张世熙领导的万安县委在万安暴动中没有决策权，而只有执行权———
因此县委对暴动“不曾过问，亦无力过问”（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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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ｂ：１１０）。当然，真正导致县委无力过问行动委员会决策的，并不是
职位的限制，而是张世熙在资历、资源、人脉和威望上完全无法与
曾天宇抗衡。
当然，有权管得住曾天宇的还有江西省委。曾天宇对攻城一直不

积极，而１１月这次的攻城又显得毫无准备，以致无果而终，最终惹恼了
省委。１１月２４日，中共长江局军事特派员、江西省委常委宛希俨来万
安召集紧急会议。在会上，宛希俨代表长江局和省委，取消行动委员
会，同时将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降为县委委员，任命长江局代表、万安
团县委书记、四川人余球代理中共万安县委书记（何隆亮，１９９１：８；
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７）。
宛希俨是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才从湖北调来江西的干部，对万安本地

干部的情况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曾天宇在万安的地位。当时的长江局
书记罗亦农对江西的干部普遍不满（袁学黄，１９３４：３３９－３４０），所以从
湖北等地调了一批干部到江西省委。这些外地干部到江西后，对江西
各县的本地干部也不太信任。宛希俨对万安干部的处理方案就是重罚
了曾天宇，贬抑了张世熙，将万安县委交给外地干部监管。
曾天宇从来就不曾在赣西特委和万安县委任职。他１９２７年６月

获得的江西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也应该早随那批湖北干部掌控江西省委

而终结。因此，在行动委员会１１月２４日被取消后，曾天宇在中共组织
体制内已经没有任何领导身份了。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曾天宇在
万安暴动中的首席领导人地位，万安的精锐武装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
手中。就在行动委员会被取消的第二天，１１月２５日，应泰和县委的要
求，万安与泰和联合攻打泰和县城的行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万安的百
余名农军仍然由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曾天宇率领（施有桢、萧皇才等，

１９８８：１２７－１２８；肖锋，１９８８：１２０－１２２）。
对万安城的第二次攻打出现在１２月２４日。这一次攻城既非曾天宇

发起，也非由万安县委发起，而是因窑头区群众对过境敌军的追击而自
动发起的（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８：

３２、４２）。攻城群众虽然后来撤围，但要求县委在五天内重新组织攻城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８：４２；肖锋，

１９８８：１２４）。１２月３１日，县委为兑现对群众的诺言而匆忙组织了第三
次攻城，最后因为未能按时总攻击而再次失败（张世熙，１９８８ｂ：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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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万安城的三次攻打，虽然起因各不相同，但赣江两岸的群众已被
动员起来，而上级要求攻城的调子越来越高，２１继续组织攻城已成箭在
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如何在组织攻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县城的
破坏，这是摆在曾天宇等暴动领导人面前的难题。正在此时，毛泽东来
信询问是否需要协助攻打万安城。在曾天宇家里召开的县委会议上，
最后决定请毛泽东率兵攻打遂川县城作为配合，并由曾天宇埋伏在遂
川到万安的必经之路上伏击从遂川逃出来的敌军，并乘势攻取万安县
城。这个计谋既可消除遂川对万安的威胁，又可使万安城不攻自破。

１９２８年１月９日，在遂川县城被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
后，从遂川逃往万安的敌工兵连在半路遭到了曾天宇带领的农军的伏
击，并被追击到万安城下。万安城的敌人很快弃城而逃，万安遂被农军
占领（肖锋，１９８８：１２４；罗友林，１９８８：１４４－１４５；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５－１３６）。

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１日在万安县城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并成立了县苏
维埃政府。曾天宇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经
曾天宇提名、与曾天宇关系密切的罗塘人刘光万，县苏维埃主任秘书也
是曾天宇的亲密盟友许大权（陈立明，１９８８ｃ：１７９－１８０；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６）。

２１．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江西省委发布《什么是机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要求万安等
地克服不敢主张激烈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１９８６ｂ：１２８－１３０）。

１２月２１日，江西省委发布紧急通告，提出赣西南暴动要以万安为爆发点，要求万安尽快攻取
县城，使万安、遂川、永新、莲花与宁冈连成一片（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
史研究室，１９８８：２９－３０）。

就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对曾天宇的处分决定传到
了万安县。中央在了解到万安暴动的有关情况后，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３
日发布的《江西工作计划》中批评了江西党的工作，认为万安“群众早有
充分的力量要起来斗争，而党的负责同志因斗争破坏组织，亦力为遏
抑”。该文件中还指出，“过去负工农运动责任的同志，给了群众很坏的
影响，党应严重的予以处分，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以挽回党在群众中的
信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２０１１：７７０－７７１、７７４）。中央
后来决定给曾天宇留党察看的处分（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６）。周恩来曾经
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
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周恩来，１９８０：

１７２）。连身居中央高层的周恩来对这种因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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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纪律都感到很新鲜，更不用说许大权根本就不明白政治纪律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作为曾天宇亲密盟友的许大权，最后把处分决定
自行扣压了下来（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６）。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在
遂川主持前委与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身无一职的曾天宇仍作为万安
县的主要领导人出席（陈正人，１９８８：９０；许大权，１９８８ｂ：１３６）。据说
曾天宇在得知中央对他的处分后感到“有点丧气”（许大权、胡暨和，

１９８７：２８４），但由于战事紧张，曾天宇来不及作过多反应。如果时间允
许，以曾天宇的性格，２２很可能会向上级提出抗辩的。

２２．曾天宇当年在省城的革命同事王秋心（１９９４：１８４）就说，曾天宇“是个火里炮，对赵（醒侬）
有点意见，说他胆子太小，这样也不敢，那样也不敢”。

１月２３日，由于国民党军派重兵围攻万安县城，万安县委决定放
弃县城。撤退时，万安县的农军武装分两路撤退，一路由曾天宇带领河
西的农军，另一路由张世熙带领河东的农军。３月５日，曾天宇在罗塘
被围而牺牲；张世熙回到剡溪一带的山区与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后，无
力继续坚持下去，不得不化装离开了万安（彭令，１９８８：１１２；康克清，

１９８８：１５２；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６：１５）。

七、结论

陈耀煌（２００２：８２）注意到，大革命时期和苏区初创时期的中共组织
远非一个纪律严明、上行下效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组织，群众“对于
共产党的信仰往往远不如对地方精英个人的信仰为深厚”。但他并没
有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共早期组织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本
文以曾天宇的生活史与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制
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一）中共组织的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
民主集中制表面上似乎与韦伯定义下的纯粹法理型支配的某些关

键特征相扣合，如该支配系统是“以清楚界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
“每一个职位的权限都有清楚的规定”；“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
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即服从于“秩序所
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管辖权”；每一个职位要配有实现该职能的行
政工具，官员与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韦伯，２００４：３０９、３１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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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织成员服从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理性的秩序及依据该秩序所规
定的权限，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中共建党、建军初期，权威的现实
基础与此相距甚远。权威系统的“人格化”及行政工具的“私人占有性”
常常带来组织系统中职位与职权的巨大张力。实际上，不是“职位”赋
予当职者权力，而是由当职者的个人资源、资历或威望影响到正式职位
的权威性。在万安暴动中，由江西省委指派、归属赣西特委领导的行动
委员会是一个权威的决策机构，能够指挥有关暴动的一切工作。但行
动委员会的这种权威性，既不是因为授权于省委，也不是因为听命于赣
西特委，而是由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曾天宇的个人资源、资历和威望
带来的。曾天宇既是江西国民党重建后的元老，又是江西共青团和共
产党组织创建中的重要人物。他既有丰厚的家产，又有广泛的人脉。
他既是万安县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县委书记和县农协委员长）的入党
介绍人，又是万安最重要的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后来的赣西工农
武装第五纵队）的实际控制者。元老地位、经济资本、人际资源以及军
事武装，这些促成了曾天宇在万安暴动中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也由某个职位当职者的个人因素决定了该职位与其他

职位之间的关系。行动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归赣西特委领导，但赣西特
委势单力薄，面对兵强马壮的行动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万
安暴动虽然发生在万安县，但由于县委书记张世熙是被曾天宇带上革
命道路的，而且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万安东北的窑头一带，因此，尽管
万安县委与行动委员会的关系没有在组织制度内明确加以规定，但万
安县委实际上只是作为行动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执行行动委员会的决
策。而共产党领导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农民协会
之间本来不应该存在关联，但由于曾天宇个人的革命资源主要来自国
民党，他在万安开展农运的基础是国民党的农民协会系统，而万安农村
在大革命后又基本未曾经历“清党”，因此，曾天宇就可以同时使用共产
党的行动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农民协会这两面旗帜来进行动员和号令。

（二）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
为了保障上级的指令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中共在“八七”会议后受

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开始强化政治纪律处分的手段。但无论是上级颁
布的指令，还是上级作出的纪律决定，能否得到执行，在中共早期的革
命实践中，并不取决于上下级职位的层级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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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因素：上级能否提供相应的资源，上级和下级的资历与威望对比，
上级干部与下级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私人纽带。在万安的事例中，上级
的指令不畅和纪律失效也是因为这三个因素。首先，行动委员会虽然
是江西省委决定设立的，但省委并不曾给行动委员会提供暴动所需要
的任何资源。无论是武器，还是队伍，或是钱财，都得靠曾天宇自行解
决，这使曾天宇对省委的依赖性很低。其次，曾天宇在万安县乃至整个
江西省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万安暴动发生时的省委领导主要是从湖北
新调来江西的外地干部，对江西人生地不熟，缺乏威望。再次，曾天宇
与省委的这批湖北籍干部之间也不存在诸如血缘、地缘、学缘这类的社
会纽带，这使得曾天宇与省委之间缺乏人情的润滑。因此，当省委对行
动委员会下达尽快攻城建政的指令后，曾天宇出于他个人的考虑，对省
委的指令实际上进行了拖延处理。而当省委和中央对曾天宇行使组织
处理和纪律处分时，由于曾天宇的个人资源和威望俱在，职位的被剥夺
并不妨碍他继续行使其职权，而上级的处分决定则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三）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
中共在开展农运和进行暴动的时候，其组织资源往往来自中国乡

村社会的传统关系资源，如血缘、亲缘、学缘和地缘等。作为本地出身
的共产党领袖，既然以这些传统资源为组织依托，那么，在开展革命中
就不可能不注意保护这些传统资源，适当地体现地方利益。但这些传
统资源和地方利益又可能与革命的长远利益或形势要求发生冲突。如
何处理好地方利益与革命利益之间的张力，主要取决于地方领导人个
人的眼光和见识。一个机会主义者固然可以利用制度上的模糊之处和
对资源的实际掌控去扩大自己或地方的利益，但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
也可以从地方知识出发，清楚地意识到上级命令的非现实性，从而进行
变通处理，以避免对党的整体声誉带来不利影响。在万安的事例中，
曾天宇虽然没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但他有较高的革命理想和较广的见
识。因此，他能在万安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超出地方利益的革命追求，
能利用他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地方冲突，能从革
命和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搁置上级过“左”的烧杀指令。
总之，一个良好的党组织关系需要地方干部有超出地方利益的革

命追求，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
地方冲突，他们还要逐渐具有“组织观念”，即使对地方或局部利益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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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自己的理想冲突，也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外来干部如果既不能
提供任何资源，又不具有较高的个人权威，与地方干部还缺乏任何纽带
关系，那么，其指令或纪律处分不是完全失效，就是会激化与地方干部
的矛盾。在万安暴动中，曾天宇与省委之间的分歧未演化成严重的冲
突，只是因为战事紧张，曾天宇一方来不及做出反应。但我们从万安的
事例中已能看出中共组织在早期所普遍面临的一些主要困难。
几乎就在江西省委严厉批评曾天宇的同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

还是在萌芽中的苏区，党内组织都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冲突事件，如

１９２７年８月开始爆发顺直省委事件，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在湖北发生了党团
冲突事件。中共“六大”虽然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并未终结党
内关于民主和集中的争执。１９２９年，顺直省委事件尚未得到彻底解
决，在国统区又爆发了江苏省委事件，而在红军中又爆发了朱毛之争。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赣西南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李文林和闽西根据地的重
要领导人傅柏翠几乎同时遭到整肃。尽管这些事件各自有其复杂的成
因，但这些纷争和冲突都或隐或显地展示了本文所揭示的这些张力。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调适还有很长一段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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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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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良．２００９ｂ．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Ｊ］．中共党史研究（５）：８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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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委党史办．１９９２．曾延生［Ｇ］／／吉安英烈．吉安地委党史办，编．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５１４－５１９．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Ｍ］．北京：团结出版社．
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测绘局．
１９９１．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Ｍ］．内部发行．
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７．江西省人物志［Ｍ］．北京：方志出版社．
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志［Ｍ］．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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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农．２００２．中国近百年政治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维汉．１９８６．回忆与研究（上）［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先茬．１９９１．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遂川［Ｇ］／／遂川文史资料（第２－３辑）．政协遂川县委
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内部发行：９６－１０１．

梁鼎新．１９８８．刘兴汉在自强小学［Ｇ］／／江西党史资料（第５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９３－９４．

刘锋．１９８９．江西地方团第一任书记———刘伯伦生平事略［Ｊ］／／江西青运史研究（１）：
３４－３６．
刘明生．２０１０．万安人物［Ｍ］．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刘其农．１９８１．大革命时期的南昌明星书社［Ｇ］／／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南昌团市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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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镕．１９５８．在朱德同志的培育下———南昌军官教育团生活回忆［Ｇ］／／星火燎原（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４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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